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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壓力反應歷程影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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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二種技術，檢驗「人格特質 --壓力
反應」模式的適配度。首先探究各觀察變項間的關係，透過 116篇個別研究報告，429個比
較，發現本研究所設定的 13個觀察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均達 .05的顯著水準，並得到一個 13×
13的相關矩陣。其次分析「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與觀察資料間的適配度。結果發現本
研究所建構的人格特質、工作壓力、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身心健康等五個成分的「人格特

質 --壓力反應」模式與經統合分析所獲得的觀察資料間的適配度相當理想。人格特質對工作
壓力、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均有直接且顯著的影響，而社會支持也發揮了壓力緩

和的正向作用，這樣的結果支持了本研究的觀點與假設。

關鍵詞：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社會支持、壓力反應歷程

壓力是現代人生活的最大威脅之一，它讓個體因此產生諸多的負面影響，本文即先從壓力對個體

的影響分析，再探討人格特質對壓力感受的影響，以及社會支持在壓力反應歷程中的壓力舒緩作用。

一、壓力對個體的影響

「壓力」此一議題自從 Cannon於 1932年提出「戰或逃」（fight-or-flight）的反應、Selye於 1956

年提出「一般適應症候群」（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簡稱 GAS）後，大致確認了它對人的影

響。從目前的研究資料顯示，當人們遭遇壓力事件或壓力情境時，將在個體的心理與生理上造成衝

擊，當壓力事件與壓力情境持續一段時間後，心理與生理的健康將同受影響（Clarke, 2006; Curtis, 

2000; Hedov, Wikblad & Anneren, 2006; Hobfoll, Canetti-Nisim & Johnson, 2006; Lazuras, 2006; Stanford 

& Salmon, 1993; Taylor, 1999）。

一般說來，當個體遭遇壓力時，他的認知能力將變差、注意力分散，記憶檢索的功能降低；在

情緒上也顯得焦躁、容易沮喪，時常處於害怕與威脅的氣氛之中，甚至進一步造成憂鬱；此外在行

為上，將伴隨著對人的敵意感，不易與人有合作或較親密的關係（蕭仁釗、林耀盛、鄭逸如譯，民

86），當壓力持續一段期間後，更將造成職業倦怠（burnout）。而在生理方面的症狀則呈現在新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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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變化、心跳呼吸加快、血壓增高、頭痛、食慾不振，甚至間接引起心臟病、消化器官潰瘍與皮膚病

等等。近日更有醫生指出，生活壓力大將促使個人的頭皮屑及脂漏性皮膚炎惡化（張郁琳，民 91）。

因此，若單從壓力與個人身心健康二者的發生順序與關係而言，壓力可視為預測變項（predictor），

而身心健康（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則可視為預測變項（criterion）。

二、人格特質對壓力感受的影響

壓力雖然對個體將產生諸多的不良影響，但同一壓力對個體所產生的影響並不相同，諸多學者

（Brannon & Feist, 2000; Sarafino, 2002; Taylor, 1999）均指出，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是其中二個相當

重要的因素，但二者對壓力反應的作用方式並不同。其中，人格特質的差異，影響著個人對壓力的知

覺；而社會支持則在各壓力產生後，提供壓力舒緩的機制，減緩壓力對個體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此

外，若從人格特質的定義中可發現，人格特質是個人一項持久且獨特的行為模式（張春興，民 80；

Pervin & John, 1997），影響個人的待人處事態度，更影響著個人對事件的認知與看法。若從這樣的觀

點看待三者的關係將發現：人格特質會影響個人對壓力事件的看法；人格特質也可能會影響個人是否

獲得社會支持（因為人格特質會影響個人的待人方式，進而影響他人對自己的關懷）。

在諸多人格特質中，最常為壓力研究者所探究的包括制控信念、堅毅性格、A型性格、樂觀性

等。本研究擇取其中的制控信念與 A型性格作為人格特質的內涵，之所以如此選擇的原因是為了配

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所需，本研究利用統合分析法（meta-analysis）作為資料蒐集的技術，因此需要

大量已完成的個別研究，而國內過去已完成有關人格特質的研究，其研究內涵以制控信念與 A型性

格者最多，因此，本研究便選取制控信念與 A型性格作為人格特質的內涵。

制控信念（locus of control）的觀念是社會心理學家 Rotter所倡議的，其義為表示個人在日常生

活中對自己與環境關係的看法。有的人相信凡事操之在己，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努力，將失敗歸因於

個人的疏忽，這種志願承擔責任的看法是為內控（internal control）型；另外有人將成功歸因於機遇

幸運，失敗則由於受人阻難，這種不願意承擔責任的看法是為外控（external control）型。因此，當

一位內控者面對壓力時，將視壓力為一種挑戰，而不是威脅，如此原屬於具傷害性的壓力，將受到個

體的控制信念影響而改變性質。相對的，當一位外控者面對壓力時，可能的狀況是不戰而敗，未戰先

懼，如此將擴大壓力的負面影響（Brannon & Feist, 2000; Sarafino, 2002; Taylor, 1999）。這樣的觀點指

出，個人不同的制控信念將影響個人壓力感受的高低。

另有關 A型性格的研究起於 1960年代初期，最初是由心臟科醫生 Friedman和 Rosenman發明了

「A型性格」這個名詞，用來形容在某些人身上所發現的一組特質（潘震澤譯，民 90）。Friedman和

Rosenman二位醫生之所以發現 A型性格起於相當偶然的情境。二位醫生所開設的心臟科診所相當成

功，但他們卻發現一項相當出乎意料的事，他們發現他們診所候診室的沙發椅坐墊及扶手時常磨損，

需要請修沙發椅工人來修理。事後他們與其他心臟科醫生開會，調查各地的狀況後，發現這種損壞情

形只在心臟科中出現，因此他們便歸因這是心臟科病人所具有的獨特行為模式，自此對於 A型性格

的研究與治療於焉開始（引自潘震澤譯，民 90）。

而 A型性格者的行為與情緒型態為何？它主要包含三項特徵：成就競爭取向（competitive 

achievement orientation）、時間急迫感（time urgency）、生氣 /敵意（anger/hostility）。心理學家為方

便於說明與歸類，便將非 A型性格者統稱為 B型性格者。一般說來，A型性格者對壓力的反應比較

強，常把壓力解釋為對個人的威脅，同時也增加個人遭遇壓力事件的可能性。亦即，個體是否屬於

A型性格，將影響個體對壓力的感受，也就是說，A型性格將成為影響個體對壓力感受的最主要因素

之一，這樣的結果在諸多研究中均獲得支持（林欣怡，民 93；林珠琴，民 91；林麗嬋，民 74；施佩

芳，民 89；許春霞，民 91；蔡玲珊，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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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型性格者除了 Friedman和 Rosenman二位醫生所探討的心臟方面問題外，據相關的研究亦顯示

A型性格者似乎有較高的呼吸系統與消化系統方面的不適症狀（引自 Sarafino, 1998, pp. 114-115）。

不過與 A型性格者相關最高的疾病仍是心臟問題—冠狀動脈心臟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簡稱

CHD），相關的研究也最多（楊慕慈，民 88）。至於為何 A型性格者與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相關最高，

目前學者提出的解釋為，似乎是 A型性格者有較高的生理反應作用（Wright, 1988）。此外另有研究顯

示，A型性格者在壓力情境下，會有較高的血壓反應，因此較可能引起心臟方面的問題。

正因為人格特質有前述特性，因此它影響著個體對壓力的判斷與知覺，並進一步對個人身心健康

產生影響。所以若從整個壓力歷程而言，人格特質如同一個先導因素，影響著個體對壓力高低的知

覺。前述藉由相關文獻分析所得的概念與 Robbins（2001）所提出的工作壓力模式是相當類似的，在

Robbins的工作壓力模式中指出，制控信念與 A型性格等的個人差異因素，將會影響個人對壓力的感

受，且這種感受將進一步對個人的心理、生理與行為等三方面產生影響；而這樣的概念也與 Kinicki

和 Kreitner（1998）所提出的「職業壓力研究性模式」相同，他們一致性的指出，制控信念與 A型性

格等等的「人格特質」，是影響個人對壓力反應結果的重要因素。

三、社會支持在壓力舒緩上的作用

除了人格特質在壓力反應歷程中扮演重要的影響因素外，Sarafino（2002）、Brannon和 Feist

（2000）、Taylor（1999）等人也均指出社會支持在壓力反應歷程中的重要功能。「社會支持」通常是

指從他人處獲得自己是被愛的、被照顧的、被尊重的且有價值的訊息。當個人擁有較高層次的社會支

持後，一旦面臨壓力事件便會經驗到較少的壓力，且能較成功地因應壓力。因此我們可說「社會支

持」是個人在面對壓力時，藉由周圍的其他人（家人、同事、朋友）所提供的援助，使得壓力得以受

到緩衝。

什麼是社會支持真正的好處？有研究顯示社會支持可以有效地降低像是沮喪、焦慮、長時間壓力

等的心理困擾。例如有研究顯示，住在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1979年核災附近的居民，其中有

較多社會支持者，比社會支持較少者顯示出較少的心理困擾（Haines, Hurlbert, & Beggs, 1996）。

相反的，當長時間缺乏社會支持時，此種缺乏狀態的本身便具有相當的壓力，特別是對那些有高

度社會需求卻無法獲得的個人。這類的人包括年紀較長者、近期喪偶者以及其它意外、嚴重且無法控

制事件的受害者（Taylor, 1999）。

此外，社會支持對於罹患慢性疾病者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因應資源；社會支持也讓最初疾病發生

的可能性降低（Wallston, Alagna, DeVellis, & Devellis, 1983）；社會支持也以相當可靠的速度讓人從疾

病中恢復，且降低了死亡的危險。自我陳述有良好的社會關係且對慢性疾病有良好調適者，其身心健

康的狀況與文獻中癌症患者、關節炎、腎臟病末期患者的研究報告是相同的。

社會支持也會影響個人的健康習慣，特別是讓人更加留意於食物養生法（regimen），有較高的社

會支持者通常亦傾向較高度地接受藥物治療的要求，且較可能使用健康的諮詢服務（Wallston et al., 

1983）。有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對於循環系統、內分泌系統與免疫系統均有所助益（Seeman & 

McEwen, 1996）。

在一項有關社會支持的深度研究中，研究者謹慎地控制受試者最初的健康狀況，最後的研究結果

顯示，那些在社會支持的量與質上均較多的人，呈現較低的死亡率 Berkman（1985），而社會孤離在

人與動物上均是死亡的主要危險因素；另外 Berkman和 Syme於 1979年的研究顯示，社會網路的連

結接觸將使女人多活 2.8歲，男人多活 2.3歲（引自 Taylor, 1999, p. 223）。

從前述的說明中可知，社會支持它具有壓力舒緩的作用，它居於壓力與身心健康之間，扮演壓力

調節的角色。也就是說社會支持影響著壓力源對個人所產生的衝擊，並且可以ā低壓力源對個人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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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壓力反應層次（Cohen, Underwood & Gottlieb, 2000; Cooper, Dewe & O’Driscoll, 2001）。亦即壓

力可能直接對身心健康產生影響，亦可能透過社會支持間接影響身心健康，而此時的影響強度通常會

降低，因為壓力對個人的負向影響已受到社會支持的緩衝。而此現象與前節有關人格特質對壓力的作

用頗為類似，因為在 Robbins（2001）、Kinicki和 Kreitner（1998）的理論模式中，也將社會支持視為

是影響個人對壓力反應的重要影響因素。

四、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壓力反應的影響

人格特質是個人對各種情境反應的獨特模式（Pervin & John, 1997），它會影響個人對外在環境中

各種刺激或事件的看法或態度。Cox（1978）曾指出，在個人的壓力感受上，存在著諸多的個別差異，

而這些個別差異 Selye（1976）將之歸因於條件（conditioning）因素，這些條件包含內因（遺傳特質、

年齡、性別、人格特質等等因素）與外因（學習、藥物、和其它生理處置、飲食等等）因素。由此可

見人格特質是其中一項影響壓力感受相當重要的因素。

此現象與目前社會新聞中常見的自殺個案的狀況頗為相似。例如：在自殺個案中，有一大部分的

人是因為較為悲觀，凡事往壞處想，盡將自己往黑暗的深淵推，以致產生惡性循環，因此更加重了自

己的壓力。這種情形即顯示人格特質（此處為制控信念的影響）對壓力的影響（潘震澤譯，民 90），

並進而對個人身心造成負面的傷害。不過人格特質對壓力感受以及對身心健康的影響並不純然是負向

的關係，它也可能產生正向的功能，例如一位具內控信念者，他便可能因為能以較正向的態度面對壓

力事件，因此壓力感受性較低，也因而對身心健康有較正向的幫助。此外，在一些實證性的研究中也

發現，人格特質確實是影響個人壓力感受與壓力反應的重要因素，例如Mattews et.al.,（2006）的研究

即指出，人格特質與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可作為壓力反應的預測變項；Shannon（2003）

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狀況。Lidy和 Kahn（2006）則將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的作用結合在一起分析，以

作為判斷大一新生生活適應的重要因素。前述這些人格特質對個人所產生的影響，將含括個人生理與

心理健康在內的各種適應。

此外，關於社會支持，它讓個人知覺到有壓力時，有人可以提供協助、對社會網路有歸屬感，

因而可促發正向情緒、提升自尊、增加個人穩定感及對環境的控制感，並提供社會互動與回饋的機

會（黃惠惠，民 81；Brannon & Feist, 2000 ; Taylor, 1999; Sarafino, 2002）。藉由這樣的過程，可以減

緩壓力對個人的負向影響，進而增加個人對壓力的可預測感、控制感與穩定感；或是經由這樣的機

制，讓個人重新評估他人所能夠提供的資源，或評估壓力所帶來的傷害，藉此減少壓力感受，增加個

人有益健康的行為，促進身心的健全發展。這樣的情形在 Fagan, Bernd和Whiteman（2007）的研究

中有類似的結果，此研究以 50對的青少年父母親為樣本，探討其親職壓力，研究發現社會支持是這

些青少年父母親壓力緩和的相當重要因素。另外 Scarpa, Haden和 Hurley（2006）以 372名 18-22歲

曾遭受社區暴力攻擊並存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者為研究對象，分析社會支持在整個壓力反應中的調節

作用，研究結果發現，那些較高程度社區暴力受害者，通常較少知覺到來自家庭、朋友的支持，因此

可以預測其創傷後壓力症候的分數較高，反之則創傷後壓力症候的分數較低。此研究結果顯示，來

自不同對象的支持，對遭受壓力後的個體而言，是一項相當重要的緩解因素。而前述現象在 Poyrazli, 

Kavanaugh, Baker和 Al-Timimi（2004）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結果，Poyrazli等人以 141位來自各國而

留學於美國的大學生為樣本，進行文化壓力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英語能力及社會支持是影響這些

大學生文化壓力最重要的二個因素。此外，類似的狀況也在 Natvig, Albrektsen和 Qvarnstrom（2003）、

Coffman和 Gilligan（2003）的研究中獲得支持。

在前述的運作歷程中，人格特質會影響個人對壓力的感受，進而影響身心的健康；此外，壓力也

可能先經過社會支持的調節後，再影響個人的身心健康，此時的社會支持扮演著壓力舒緩的角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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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壓力源與壓力反應之間。早在 1984年 Duckitt即曾經以 139位受試者探討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對

個人心理不適的影響，結果顯示，「外控者」與「社會支持」二變項間有顯著性的交互作用效果。除

此之外，在 Bowling, Beehr和 Swader（2005）的研究中，其整體的研究設計邏輯，與本研究所欲分析

的概念是相當類似的。在 Bowling等人的研究中，他們把社會支持當成是影響職業壓力中的一個相當

重要的變項，並將人格特質視為是影響個人是否知覺到社會支持的先行條件，之後藉由 108位受試者

的反應資料加以分析，最後的研究結果支持了 Bowling等人的主張；Lidy和 Kahn（2006）也進行了

類似的研究設計，在他們的研究中，假設人格特質會透過社會支持的中介，進而影響大一新鮮人的大

學生活適應，而最後的實證資料也支持了 Lidy和 Kahn的假設。此外Wang, Heppner和 Berry（1997）

也有類似的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人格特質會透過問題解決的評估與社會支持的中介，進而影

響心理的適應；Monahan和 Hooker（1995）也發現，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是影響病人健康相當重要

的二個成分。前述這些相關研究很明顯地顯示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壓力反應的影響性，甚至彼此間

存在著交互作用，這也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看法，藉由這些相關論點，將建構起本研究所欲檢驗的

「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

五、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的研究取向

省視過去有關「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壓力」之間關係的研究，大多以量表調查受試

者的壓力感受程度，並檢視其與身心健康間的關係；或者是探討壓力感受後的影響，如職業倦怠

（burnout）；或者是分析特定的變項與壓力之間的關係。而本研究不以如此的方式進行，本研究試圖

以國內過去所累積有關「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壓力」的研究，然後結合「統合分析」（meta-

analysis）與「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兩種技術以探求整體各變項間的關係，並

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人格特質—壓力反應」模式。事實上過去所累積的相關研究，對於社會科學而

言是相當寶貴的資源，因此本研究便是利用過去這些累積的研究成果，以統合分析法求取各變項之間

的相關矩陣。也就是說，原本以量表施測於受試者以獲取觀察變項間相關矩陣的工作，在本研究中是

以統合分析法來取代，且以此種資料獲取的方式來進行分析，並可在此過程中分析各觀察變項的效果

量大小，以瞭解變項間的關係。接著再以結構方程模式對前一階段所獲得的相關矩陣進行模式驗證，

以獲致最後的結果。

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以進行理論驗證的方法約在 1990年代的美國發端

（Viswesvaran & Ones, 1995），此方法最大的好處在於我們不需要將理論中所有的相關變項在單一研

究中通通含括在內，如此我們可以節省不少的時間，且可對過去個別研究的研究結果進行再利用，如

此，對於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是有相當大的貢獻，對於這樣的研究程序，Cheung和 Chan（2005）稱為

是「二階段結構方程模式」（A 2-stage structurel equation modeling, TSSEM）。國外在過去二十年間，已

陸陸續續有些學者採用此種取向進行理論的驗證，例如 Hunter（1983）以此方法檢驗認知能力、工作

知識、工作表現間的關係；Schmidt, Hunter和 Outerbridge（1986）則結合這二種技術探究一般心理能

力、經驗及監督下表現的因果模式；此外 Premack和 Hunter（1988）、 Hom, Caranikas-Walker, Pruusia和

Griffeth（1992）、Peters, Hartke和 Pohlmann（1985）、Hoogland和 Boomsma（1998）也都以此取向驗

證其各自的理論，Ones（1993）和 Viswesvaran（1993）更是以此模式完成他們各自的博士論文。

而最近幾年來有關此類型的研究亦陸續出現，如 Hagger（2006）即建議先以統合分析法對過去有

關運動科學的文獻進行綜觀的回顧，再以結構方程模式檢驗成效；Beier和 Ackerman（2005）則是結

合這二種技術，針對過去相關學者所提出關於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和智慧（intelligence）之

間的差異性理論，進行分析比較； Lucas（2000）則分析人格中某些因素間的關係，此外 Kail（2002）

也進行了類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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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理論驗證最大的優點是，在每一個最初始的研究

中，並不需要包含理論中的所有構念。例如：10個研究報告構念 A與構念 B的關係；10個研究報告

構念 B與構念 C的關係；另 5個研究報告構念 AD、BD、CD的關係。此時 ABCD之間真正的關係

便可以使用統合分析法加以估計，並以此所得之相關矩陣，檢驗這些構念所組成的理論模式。此時最

重要的概念是，並沒有一個個別的研究包括了這四個構念（Viswesvaran & Ones, 1995）。

使用「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二種技術可以用來建立理論與說明理論（Cook et al.,  

1992），此時可以使研究者廣泛地描述社會的有意義現象，藉此研究者也可以從複雜的脈絡中看清構

念間的關係（Lipsey & Wilson, 1993）。

對於理論的建立，第一階段可以使用統合分析去估計各構念分數之間的關係。接著再以兩階段進

行檢定過程，第一階段是測量模式，第二階段是徑路模式，這樣的模式對於理論的建立是相當有利

的。

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有下列數項：

第一，可能會遇到所謂的「空格」（empty cell）問題，也就是說，某些構念的觀察變項間的相

關，在所得到的個別研究中，沒有任一研究報導它們之間的關係。例如我們要研究的構念其觀察變項

一共有 15個，此時我們便必須獲得 105個相關，當資料蒐集完，我們可能會發現某些變項間沒有任

何研究曾加以研究過。此時研究者可以有幾種選擇：1.重新設計一個研究，並從充足的大樣本中蒐集

資料，如此抽樣誤差將可以減低，得到一個較穩定的估計，而這些結果是過去文獻中未曾報導的。

2.使用平均相關做為代替，此平均相關是整個相關矩陣中所有相關係數的平均。3.尋找這些相關的模

式，以作為空格的值。4.調整理論架構，只驗證文獻中曾出現的構念之間的結構關係。Ones（1993）

的研究是以重新設計一個研究的第一種方式進行；Viswesvaran（1993）的研究則是以第二種方式解

決「空格」的問題；Hom et al.（1992）的研究則是以調整理論架構來因應。

第二個潛在問題是，研究者必須說明用來估計這些相關時樣本大小的問題。每一個細格內的真分

數相關矩陣是由個別的統合分析中而來，因此每一個細格內的樣本數差異便相當大，有的細格可能只

有 10篇研究，但有的卻可能有上千篇。當細格的相關矩陣是 SEM的題材時，樣本數通常被用來檢定

徑路係數的顯著性，或建立每一個估計母數的信賴區間，以及估計某些模式適配性的適配指數。有不

少學者（Carver, 1993; Cohen, 1994; Oakes, 1986）主張不要使用顯著性檢定，因為顯著性檢定常會使

用不適當的標準誤（standard errors）。而標準誤的估計與徑路係數有關，所以在使用由統合分析而獲

得的相關係數矩陣時，樣本大小究竟為何？需要研究者加以思量。

一種方法是使用各細格樣本數的調和平均數（harmonic mean），以檢定母數估計的精確度。這種

方式與文獻中未加權變異數分析相一致，且與目前所能得到的資料的精確度相一致（Viswesvaran & 

Ones, 1995）。過去有關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的研究，若不是 1.沒有計算徑路係數

的抽樣誤差，因為假定它們跟母群值一樣；就是 2.每一細格均使用相同的樣本數，以便應用現存的

方法去計算抽樣誤差。Schmidt et al.（1986）的研究便是屬於第一種情形；而 Hom et al.（1992）的研

究則是屬於第二種情形。

第三，我們所使用的相關矩陣是從很多變異不同的研究中而來，其中是否包含很多的人為因素，

且兩變項間的相關是否包含著第三變項的效果？是值得研究者注意。對此，其中一個解決方式是去計

算中介變項，直到這些分數間相關的變異變小，或趨於 0。所有中介變項被確認後，應被加入整個徑

路分析模式中。

總之，當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兩種計量方法於理論驗證時，乃先利用統合分析

的原則，量化各構念之間分數的相關，再利用這些相關矩陣以 SEM來檢定理論。此種取向的方法其

最大優點乃在於它以統合分析法綜合各資料，可以將原本不容易在同一研究中蒐集齊全的構念，加以



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壓力影響之研究 ． 269 ．

整合在一起，如此將可使我們更認識世界的真實與豐富（Viswesvaran & Ones, 1995）。

六、理論檢定的步驟

關於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兩種計量方法的步驟，Viswesvaran和 Ones（1995）

曾做如下的說明：

表 1　 理論檢定的步驟

測量模式

1. 確認重要的構念以及構念間的相關。

2. 確認每一構念的不同測量方式。

3. 得到所有研究報告的下列資料：

（1）個別構念測量間的相關。

（2）構念測量時的某些人為訊息。

4. 進行統合分析並估計這些測量之間真分數的相關。

5. 使用因素分析檢定這些測量模式。

因果模式

6. 估計構念之間的相關。

7. 使用路徑分析估計真分數之間的關係以檢驗所提出來的理論。

註：引自 Viswesvaran和 Ones（1995），p. 867。

資料來源︰  Viswesvaran, C., & Ones, D. S. (1995)  Theory testing: Combining psychometric meta-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ersonnel Psychology, 48, 865-885.

（一）確認重要的構念以及構念間的關係

第一個步驟是確認這些構念並假設彼此間的關係，這個的歷程通常需藉由研究者從相關的理論

中加以分析整理。例如：從人格理論與相關研究中均發現 A型性格者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的機率較

高，研究者即可藉此建立「人格特質」與「身心健康」這二個構念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方式與傳統理

論的驗證差異不大，但它最大的優點在於，它不用被限制在最初始的研究中必須得包含理論中全部的

構念不可。統合分析它有能力綜合各研究中的資料，因此可讓研究者的研究包含較多的構念，以瞭解

所研究問題的現象，這種橫跨各研究的方便，即是統合分析最大的優點。

（二）確認每一構念的不同測量方式

第二個步驟是確認之前的研究者對這些構念是如何加以測量的？當從各研究中累積出結果之後，

應詳細說明這些構念在概念上的區別，以及每一個構念在操作測量上的區別。前述這些區別工作的

進行都是受理論所導引的，事實上對於構念的測量理應提出較明確、範圍較小、定義較明的實證性結

果，然而這樣的作法卻會影響研究資料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因此測量範圍的縮窄，必然會耗費一

些資料的損失，以及測驗結果估計的強度，這種測量範圍寬窄與測量結果和資料獲得之間的關係，可

說是一種兩難的抉擇，一般說來，為因應資料的取得，一個有用的構念為增加其推論性，通常會做較

為寬廣的定義。

這樣的觀點與統合分析法發展的歷史是相同的。Hunter和 Schmidt（1990）表示，在統合分析發

展之初，構念應做較為緊縮的定義，以符合研究者研究中的主要構念。然而後來在範圍上便做較寬廣

的定義，這反應在人事篩選測驗的效度研究上，以致於後來衍生出效度概化（validity generalization）

的觀點。因此諸如欲建立工作表現的構念時，有關「工作表現」的界定即不可過於狹窄。但要特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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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對於構念的定義要越清楚越好。

（三）尋找相關的研究

第三個步驟在確認所有相關的研究是否均提供下列其中之一的事實：1.欲測量的構念間的相關；

2.操作測量時的一些相關訊息。對於相關研究的搜尋，Hunter和 Schmidt（1990）提供三個建議：從

文件索引中尋找、搜尋已存在的目錄、請問相關學者。至於相關研究其研究品質的問題，則可以以統

合分析現存的技術加以克服，如可排除各種誤差並找出中介變項。

（四）估計各構念之間的相關

一旦確定要納入哪些相關研究後，即可使用統合分析法估計各構念間的相關。因此，第四個步驟

即是依統合分析的相關技術進行，如可排除抽樣誤差、信度誤差及全距限制等等。

（五）檢驗測量模式

當以統合分析法完成各構念間的相關後，便可得到構念間的相關矩陣，此時可以使用因素分析

檢驗其測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而此時是以潛在變項來表徵這些構念。測量模式的適當與否

可以以下面二向度加以思考：1.生產法則（product rule）。2.平行檢定（parallelism test）。生產法則是

指，相同構念的兩次測量間的相關，是這兩個測量在最基本構念的因素負荷值的乘積。平行檢定的條

件是認為，相同構念的不同測量間，與其它構念的測量應有類似的模式。

（六）徑路分析（path analysis）（第六七步驟）
當測量模式已被適當地建立，且理論中各構念間的相關也被估計出來，此時有關這些構念間的相

關便是第六個步驟所要進行的。而構念間的線性組合（linear composites）將形成，徑路分析將被應用

來處理先前所得到的相關矩陣，以檢驗理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有三：

一、廣泛的收集國內過去有關「人格特質」、「社會支持」、「壓力」與「身心健康」的研究，以瞭解相

關研究的範疇與走向，並統整這些相關的理論與文獻，以探討整個壓力反應歷程的內涵。

二、透過統合分析法，蒐集有關變項之間的相關，為實證性的社會科學研究提供另一研究取向。並藉

此探索各相關變項中的效果量大小，以瞭解變項間的關係。

三、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二種技術，作為理論驗證的工具，以檢驗牽涉及多個潛在

變項的複雜理論，以克服無法在單一測驗中獲取這些資料的限制。並以此方法檢驗「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以此模式呈現本研究各潛在變項間的關係）的適配度。

方 　 　 法

一、設計理念

如前節所述，本研究對於各變項資料的蒐集，採用統合分析法進行，當各變項的資料蒐集完成

後，再以結構方程模式檢驗「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簡稱 PSSR模式）。

何以本研究捨一般的研究方式而改以統合分析的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再搭配結構方程模式進行

模式驗證？其原因有三：首先，過去那麼多的累積資料對於社會科學而言是相當寶貴的資源，捨此寶

貴資源不用是相當可惜的。第二，目前統合分析的技術已相當成熟，最特別的是此方法在研究過程中

可以校正各種誤差來源，使結果的可靠性增加不少，所以以此方法來獲取變項間的相關，是一項不錯

且可行的研究取向。第三，傳統的理論驗證是針對受試者進行量表施測，當理論的構念少，理論架構

簡單時尚可處理，一旦構念多，構念間的差異性大時，所使用的量表或者分測驗勢必增加，如此將造

成受試者負擔的加重，資料的蒐集困難，間接地將影響結果的可靠性，如此對理論的驗證將造成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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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而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將可克服此種難題。因此本研究決定結合這二種技術以驗證

本研究所建立的模式。

本研究分為二大階段，如圖 1所示： 

圖 1　本研究之二大階段

二、第一階段：以統合分析法探究觀察變項間的關係

（一）第一階段之研究架構

本研究第一階段的目的在於藉由統合分析法，蒐集本研究所設定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因此，對

於個別的研究報告（即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的選取，首要條件是此研究必須是以相關係數作為研究

結果者，若個別研究報告是以平均數或標準差作為研究報告的結論，則此研究報告在最基本的形式

條件上，便不符本研究的需求。當個別研究報告蒐集完成後，便以 Hunter和 Schmidt（1990）技術與

Rosenthal（1991）技術進行統合分析的運算，以獲取各變項之間的相關矩陣，作為下一階段理論驗證

之用。基於前述概念，本階段建立起如圖 2之研究架構。

註：1.  BESD（binomial effect size display，簡稱 BESD）是「二項式效果量顯示表」的縮寫，意指「成功率

的改變」，用以輔助效果量意義的判斷。

　　2.  Nf.s是 Fail-Safe N的縮寫，表示尚須出現幾篇不顯著的研究方能推翻統合分析的結論，一般說來

Fail-Safe N值越大，表示越沒有出版偏差的因素在。

圖 2　本研究第一階段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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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合分析法的選擇

統合分析法是由好幾個技術所組成，以目前所見而言，較常為研究者所採用的有 Hedges和 Olkin

（1985）、Rosenthal（1991）、Hunter和 Schmidt（1990）等三種技術。其中 Hedges和 Olkin（1985）

技術較適用於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間的差異性檢定，所需要的資料是成對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最後以效

果量（effect size）d值表示。Rosenthal（1991）技術以及 Hunter和 Schmidt（1990）技術則較適用於

相關係數的資料，亦即著重在分析變項之間的關聯性，其所需的資料是變項間的相關係數，最後的效

果量以 r值表示。

因為本研究的目的在分析變項之間的關係，並以此檢驗「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因此，

本研究將採用 Rosenthal（1991）、Hunter和 Schmidt（1990）的技術，作為第一階段資料蒐集的方法。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所建構「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如圖 3所示）一共有五個潛在變項，分別是：

人格特質：其觀察變項包含制控信念與 A型性格二項。

工作壓力：其觀察變項包含工作負荷壓力、時間壓力與專業壓力三項。

生活壓力：其觀察變項包含家庭壓力、人際壓力與角色壓力三項。

社會支持：其觀察變項包含同事支持、家人支持、朋友支持三項

身心健康：其觀察變項包含身體健康及心理健康二項。

在人格特質此一潛在變項中，之所以只選擇制控信念與 A型性格這二項作為人格特質的觀察變

項，除了如文獻分析中所言，國內過去已完成有關人格特質的研究，其研究內涵以制控信念與 A型

性格者最多之外；另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受限於本研究採用「統合分析法」作為資料蒐集的方法。因

此，所選擇的觀察變項便必須是過去已有相當多的個別研究加以探討，且這些研究報告必須是以量化

的方式呈現。基於此念，便無法再擴大人格特質的內涵，僅能以國內目前的研究現況選取制控信念與

A型性格二項作為人格特質的觀察變項。至於其它潛在變項的觀察變項的選取歷程也與人格特質的情

形相同。

（四）研究對象及資料搜尋

本階段是採用統合分析法分析各觀察變項間的相關程度，因此基於統合分析法的精神，必須將研

究領域內過去相關的研究報告盡可能的蒐集齊全，方能探詢變項間的真實關係。基於前述概念及研究

需求，本階段之研究對象設定為國內過去有關「人格特質」、「社會支持」、「壓力」與「身心健康」的

個別研究報告，不論公開發表與否，全部皆為本研究本階段所要搜尋的目標。

表 2　「人格特質」、「社會支持」、「壓力」與「身心健康」研究報告來源分類表

資 料 來 源 篇數 選用篇數

博士論文 18 2

碩士論文 523 111

學報、期刊 39 3

合計 580 116

這些有關「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壓力」的個別研究報告的搜尋，首先是以電腦檢索國家

圖書館編製的「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目錄」、「中華博碩士論文資料庫」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編製的「期刊論文檢索系統」、「圖書目錄」等資料庫，輸入關鍵字「人格特質」、「壓力」、「社會支

持」與「身心健康」等加以查詢。

其次以溯洄法從已經蒐集到的研究中，由其所附參考文獻追溯以前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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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蒐集得 580篇與「人格特質」、「社會支持」、「壓力」、「身心健康」有關的研究，而這 580篇

研究中符合本研究需求者計 116篇，其餘 464篇均加以捨棄，而這 580篇研究依其來源，研究者將其

歸類如表 2。

被捨棄不用的研究報告並非其研究品質不佳，主要原因在於其研究結果與本研究所需要的資料類

型不符所致。正如研究架構中所言，本階段所需要的研究報告，它必須是量化的研究，並且以相關係

數呈現變項間的關係。因此，除了以 r值作為研究結果的個別研究之外，其餘的研究報告均不符本研

究的需求。例如，有些研究報告是採用質性分析的方式進行，此時這些研究報告並未提供量化的數據

供本研究分析，文字的詮釋與陳述，並無法進行統合分析，因此這些質性研究便需加以捨棄。此外，

有的研究報告在結果呈現時，是以成對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的方式表示，此時因為本階段的目的在於獲

取各觀察變項間的相關矩陣，因此在統合分析的技術上是採用 Rosenthal（1991）、Hunter和 Schmidt

（1990）的技術，而這二種技術是針對相關係數進行分析，因此這些以成對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作為研

究結果的研究報告也需捨棄。所幸國內有關人格特質、壓力、社會支持和身心健康的相關研究報告資

料頗多，因此得以支持本研究採用統合分析法的方式從事資料蒐集。

（五）研究資料的登錄

研究資料蒐集完畢後，由研究者將這些資料登錄在登錄表上。資料登錄時是以兩個觀察變項成一

組為登錄單位，登錄二者之間的相關係數，而這樣的登錄單位亦是統合分析時的單位。本研究計有

13個觀察變項，因此便有 78個登錄單位，最後會得到 78個相關係數。

在研究者登錄完原始資料後，再請另外兩人覆核一次，以確認登錄的正確性。最後則是將這些經

登錄後的資料，依觀察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樣本人數等順序輸入電腦成為資料檔，以待電腦程式

Meta-HC的執行。

（六）研究工具：電腦運算程式：Meta-HC
Meta-HC，此程式為本研究者與張沼澤於 1998年共同發展而成，截至 2006年 7月止，共有數篇

博碩士論文及相關研究報告採用此軟體，因此Meta-HC的效度是受到肯定的。

Meta-HC在執行時，它會出現三個選項：

1.有方向性檢定。

2.無方向性檢定。

3.相關係數資料。

在選項 1、2有方向性及無方向性的檢定中，它們所處理的是成對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的資料。其

差別主要在於使用無方向性的檢定求取每一組比較的效果量 d值時，會取其絕對值，而有方向性的檢

定則無。選項 3則專門處理相關係數的資料，這也是本研究所使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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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的歷程

（一）第二階段之研究架構

圖 4　本研究第二階段之研究架構

（三）「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之架構
本研究之所以建構出如圖 3的「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是藉由文獻探討中的相關論點，特

別是從人格特質對壓力感受的影響中，發現不同的人格特質會影響個人對壓力的不同反應；從社會支

持在壓力舒緩上的作用中，發現社會支持對壓力反應具有調節的功能；進而從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

壓力反應的影響中，建構出「人格特質—壓力反應模式」，詳細內容如緒論所述。

1.「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的觀察變項

人格特質的觀察指標有二個。在制控信念中，分數越高者代表越傾向外控；而在 A型性格中，

分數越高代表越傾向 A型性格。

工作壓力中的觀察指標分數越高，代表個人所遭遇的壓力越大。

生活壓力中的觀察指標分數越高，代表所感受到的壓力越大。

社會支持中的觀察指標均是分數越高，表示所接收到的支持越多。

身心健康中的觀察指標均是分數越高，代表越健康。

2.「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的結構模式與 X、Y變項的測量模式

（1）結構模式（structur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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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

前述模式中，與矩陣中，被固定為 1者為參照指標。

（四）研究資料

本階段所處理的資料，乃藉由第一階段統合分析技術運算而得到的的相關矩陣。而此相關矩陣，

當以結構方程模式處理時，可能會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二：

1. 可能有某些細格（指兩兩觀察變項間的相關）是空的，也就是說某些變項間的關係，在過去並

沒有研究者加以分析，當面臨此種現象時，常見的處理方式有二種：第一種是另外設計一個獨

立的研究，以獲取這些在統合分析中未得到的資料，而這樣的方式在 Ones（1993）的博士論

文中已被使用；第二種方法是調整模式並刪除與這二個變項有關的議題；第三種方式是分析此

相關矩陣的相關模式，以求出「空格」的可能相關係數值；第四種方式則是以全體相關係數的

平均數作為代表。而本研究經相關資料蒐集後，並未遇到此種空格的現象。

2. 各細格的樣本數不等：因為相關矩陣是由統合分析而來，而兩兩變項間的研究樣本數原本即不

相同，當樣本數不等時，在結構方程模式中將造成模式產生非正定（not positive definite）的問

題。關於此問題，本研究將採用 Viswesvaran和 Ones（1995）的建議，以各細格樣本數的調和

平均數（harmonic mean）來表示整體的樣本數，亦即以各細格的樣本數為調和平均數運算的

單位，而各細格的樣本數，也是各自以統合分析中，各比較（即每一筆統合分析的單位）的樣

本數的調和平均數表示。本研究最後將獲自統合分析的數值（每一個統合分析所得的樣本數）

以調和平均數計算，最後所得到的樣本數為 244，作為本階段結構方程模式運算時的樣本數。

（五）資料處理

針對研究目的，本研究以 Jöreskog和 Sörbom（2001）所設計的 LISERL8.7進行理論模式的考

驗。在評鑑理論模式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的資料，或者說理論模式與實際觀察所得資料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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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程度方面，本研究以絕對適配指標（absolute fit indices）、精簡適配指標（parsimonious fit indices）

與相對適配度指標（relative fit indices）這三類指標來分析「人格特質—壓力反應」模式與觀察資料

間的適配度。這些適配度的標準則採納 Hair, Anderson, Tatham和 Black（1998）、Diamantopoulos和

Siguaw（2000）、Tanaka（1993）、黃芳銘（民 91，民 93）等人的建議。本研究採用的絕對適配指標

有 GFI、AGFI、CN、SRMR 四個。GFI、AFGI數值愈高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愈適配，大於 0.90 

以上表示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CN 指數應大於 200 以上，愈高表示該模式愈適合用來解釋觀察資

料；SRMR 應小於 0.05，愈低表示該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愈適配（Kline, 2005）。精簡適配指標包含

PNFI 與 PGFI，這兩個適配指數在 0.50 以上視為可接受的範圍，而指標數值愈高者表示該模式愈適合

用來解釋觀察資料。相對適配指標包含 NFI、NNFI、CFI、IFI、RFI，這五個指標是理論模式和獨立

模式比較而來，數值代表理論模式和獨立模式比起來能增加多少的適配度，數值愈高表示理論模式與

觀察資料愈適配，大於 0.90 以上表示模式適配。

結 果 與 討 論

一、各觀察變項之間的關係

本階段的研究目的，乃透過統合分析法，針對所蒐集到的個別研究結果進行分析，以求取本研究

所選取的 13個觀察變項間的相關，完成表 3之相關矩陣，以作為下一階段「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

模式理論驗證時之輸入資料。

（一）人格特質與工作壓力、生活壓力間觀察變項的關係

人格特質與工作壓力、生活壓力各觀察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均呈正值，且均達 .05的顯著水準，

可見人格特質與各壓力之間的關係應是存在的，不過這 12個相關係數值均不高，相關範圍從 .1297

至 .2467，只達 Cohen（1977）所提參照標準的中低程度，此結果意味著人格特質越傾向 A型性格及

外控者，所感受到的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越大。

人格特質之所以與各壓力有關，最可能的原因在於人格特質的某些向度將增加個人遭遇壓力事件

的可能性（Sarafino, 2002）。舉例來說，A型性格者常在生活中尋找對個人有要求的情境，且經常急

急忙忙與缺乏耐性，如此將較容易產生各種意外狀況（Sarafino, 2002），所以自然會增加個人的壓力

經驗與感受。

此外，個人引誘壓力與抑制壓力的控制特質，是取決於對事件控制的意義認知（Folkman, 

1984），也就是說，個人對事物的控制感會左右其評估壓力的大小（傅瓊儀，民 89）。Price（1985）

也曾指出，個人對壓力情境的控制評估是內控或是外控，是決定壓力程度的重要因素。此外也有研究

指出，外控信念者會加重生活壓力的作用，進而對學生產生傷害（Taylor, 1999）；傅瓊儀（民 89）的

研究也指出，傾向內控的男生所覺知到的生活壓力較低。

（二）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各觀察變項間的關係

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各觀察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均呈負值，且均達 .05的顯著水準，不過這些相

關係數均不大，只達 Cohen（1977）所提參照標準的中低程度，相關範圍從 -.0513至 -.1761，意味

著人格特質越傾向 A型性格及外控者，所接受到的社會支持越少。社會支持能舒緩壓力的論調在過

去已成為普遍被接受的觀點（Benson & Deeter, 1992; Brannon & Feist, 2000; McClelland & Judd, 1993; 

Ogden, 1996; Sarafino, 2002; Taylor, 1999; Um & Harrison, 1998），但並非每個人都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

社會支持，影響的因素有許多種，其中個人的性格問題是其中一項相當關鍵的因素。例如有些人誇大

時間的急迫感、過渡競爭且有強烈的成就感慾望，並常對他人懷有敵意和攻擊，如此的特質將難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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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自然不易從他人處獲得支持。因此，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之獲得與否，是有相關性（Connell 

& D’Augelli, 1990; Hardy & Smith, 1988）。而這樣的觀念在 Vanderzee, Buunk和 Sanderman（1997）

的研究中獲得了支持，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制控信念越是內控導向者，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越多；

Reeh和 Hiebert（1998）也發現類似的結果，此外他們也發現這些內控者比外控者更滿意其社會支持，

且內控者也較會使用社會支持以因應壓力（Lefcourt, Martin, Fick, & Saleh, 1985）。

（三）人格特質與身心健康各觀察變項間的關係

人格特質與身心健康各觀察變項間的四個相關係數均呈負值，且均達 .05的顯著水準，其相關大

小達中等的程度，相關範圍從 -.2188至 -.2810。可見人格特質的觀察變項與身心健康的觀察變項間有

一定程度的關聯性，意味著人格特質越傾向 A型性格及外控者，其身心健康狀況較差。

尤其是本研究所選取的 A型性格此一觀察變項，多數的研究均指出 A型性格者與健康之間有相

當穩定的關係，特別是與心臟病有關（Sarafino, 2002）。除此之外，也有研究發現 A型性格者有較多

的呼吸系統症狀（如氣喘、咳嗽）與腸胃不適（潰瘍、消化不良）的症狀。具 A型性格者，生氣與

敵意可說是其「致命情緒」，也是最具傷害性的（引自蕭仁釗等人譯，民 86，pp. 181-183），長時間累

積下來，便容易造成心理上過重的負荷，進而形成憂鬱、沮喪等心理異常狀況。因此，本階段所獲得

有關 A型性格與身心健康之間的關係是相當合理的。

至於在制控信念方面，早在 1976年 Langer和 Rodin便發表一份老年養護之家的研究報告，研究

結果顯示，那些可以控制其日常生活者，通常較為開心、且更有活力，有較高的健康層次。此外，

當個人是屬於內控者，通常比較會從事與健康有關的檢查與照護的行為（Payne & Walker, 1996），因

此，制控信念與健康之間的關係自然相當穩定。至於本階段在制控信念與身心健康間的相關係數成負

值，是因為本研究所蒐集的個別研究，有關制控信念的測量均是分數越高代表越傾向外控，因此，與

身心健康之間的相關自然成負值。

（四）社會支持與工作壓力、生活壓力間觀察變項的關係

本階段所獲得社會支持與各壓力之間各觀察變項的相關係數均呈負值，且均達 .05的顯著水準，

其效果量的大小約達中等程度，相關範圍從 -.1130至 -.3086，這樣的結果表示社會支持越多者，所感

受到的壓力較輕。。

在社會支持與壓力的諸多文獻中（Brannon & Feist, 2000; Taylor, 1999; Sarafino, 2002; Um & 

Harrison, 1998），社會支持一直被視為是壓力傷害的緩衝劑，換句話說，社會支持是處於壓力與身心

健康之間的調節因素。例如 Reeh和 Hiebert（1998）的研究結果即指出，社會支持可以提高人們面對

壓力時，在心理與生理上的調適能力，因而出現較少的身心健康問題；葉兆祺（民 89）曾針對國民

小學實習教師工作壓力與因應的研究指出，尋求社會支持是教師最常採用來因應壓力的方式。從前述

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有了社會支持，個人便較能有彈性地處理各項壓力，因而出現較少的身心問

題，以及減少不良適應的狀況（傅瓊儀，民 89）。

而本研究所分析的各項壓力，均為過去各研究者使用相關量表施測所得，並非計算受試者所感受

到的壓力次數，也就是說，本研究所分析的這些壓力，在過去相關研究者的研究分類中，是屬於主觀

性的壓力，而非客觀性壓力，它是一種有關壓力的感覺。因此，在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與社會支持的

觀察變項間的相關現象，便有較為合理的解釋。綜觀此部分的結果顯示：各壓力向度與各支持向度變

項之間均呈現負相關，這種結果意味著，當個人接受到社會支持後，其壓力感受將降低。

（五）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間觀察變項關係

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間各觀察變項的六個相關係數均呈現正值，且均達 .05的顯著水準，相關範

圍從 .1186至 .2994，這些相關係數的大小約達中等程度，此結果表示社會支持越多者，身心健康狀

況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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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此一概念自從 1970年代於社區心理學門受到注意而開始進行分析以來，相關的研究很

多，其中諸如 Cassel和 Cobb等人的研究顯示，社會支持可以舒緩生活壓力對健康所造成的負面影

響（引自 Sarafino, 2002），也有的研究分析顯示社會支持可以滿足個人的需求，促進個體的身心健康

（林杏真，民 90；張郁芬，民 90）。不論是直接效果或是緩衝效果均顯示社會支持的功能。

例如在 Lynch於 1990年的研究發現，喪夫、離婚與未曾結過婚者較已結婚者有較高死於心臟病

的比率（引自 Sarafino, 1998, p. 101）；Larocco, House和 French於 1980年的研究報告也說明來自上

司、雇主、同事的支持越多，心理上的困擾就越少（引自 Taylor, 1999, p. 196）。因此本研究在社會支

持上所選擇的三項觀察變項：同事支持、家人支持、朋友支持與身心健康間的關係是有其代表性的。

（六）身心健康與工作壓力、生活壓力間觀察變項的關係

在身心健康與各壓力間的觀察變項上，其相關係數均一致性地呈負值，且均達 .05的顯著水準，

顯見身心健康與各壓力間是負相關，其強度均達中到高的程度，實際相關範圍從 -.2856至 -.4546。

誠如文獻分析中所述，壓力有輕重之分，適度的生活壓力，非但無害身體，反而有益健康，只有

嚴重而又長期的壓力才會有害健康（張春興，民 80）。本階段所獲得的結果乃是從過去相關的研究中

獲取而來，這些研究大抵在探究個人在過去較長的一段期間內遭遇壓力後，在身心各方面所顯現出來

的各種不適症狀。因此，此結果並不表示所有的壓力均會對個人身心健康產生如此的傷害。

壓力與身心健康間的關係是本研究的重點所在：壓力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如何？社會支持所具的舒

緩作用有多大？都是本研究的探討重點。而本階段經統合分析後所獲得的結果，僅能回答二者之間的

關係，至於其方向以及與社會支持的交互作用則需待下一節方能處理。

Wortman, Loftus和Weaver（1999）曾表示，壓力影響健康的管道很多，有直接的方式也有間接

的影響。直接的方式如降低免疫力，使人容易感冒，而間接的方式則像是經由個人的人格特質而影響

情緒，進而對健康產生影響，或是透過個人行為，養成不利於健康的行為模式。由此可見，在身心健

康與各壓力之間的關係是相當確定的。因此，本階段經由統合分析所獲得的相關係數，與過去相關理

論與研究的結果是相當類似的。

表 3　各觀察變項間之相關矩陣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X1 X2

Y1工作負荷 1.0000

Y2時間壓力 .5795* 1.0000

Y3專業壓力 .5435* .5806* 1.0000

Y4家庭壓力 .4126* .3820* .4750* 1.0000

Y5人際壓力 .5555* .5016* .5785*  .6276* 1.0000

Y6角色壓力 .5100* .4326* .4395*  .5500* .6915* 1.0000 

Y7同事支持 -.1935* -.2066* -.3007* -.2272* -.3086* -.2979* 1.0000

Y8家人支持 -.2518* -.1130* -.1446* -.1558* -.1572* -.2149* .3230* 1.0000

Y9朋友支持 -.1642* -.2414* -.1868* -.1882* -.2065* -.2190* .3999* .3148* 1.0000

Y10身體健康 -.2856* -.3651* -.3000* -.2366* -.3653* -.3529* .2976* .1667* .1186* 1.0000

Y11心理健康 -.4121* -.3850* -.3980* -.4132* -.4546* -.4416* .2994* .2089* .2283* .4605* 1.0000

X1制控信念 .1813* .2010* .2414*  .1465* .2273* .2467* -.1299* -.0768* -.0960* -.2466* -.2768* 1.0000

X2 A型性格 .2376* .1816* .1297*  .2414* .1590* .2319* -.0842* -.0513* -.1761* -.2188* -.2810* .1009* 1.0000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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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的研究經由 116篇的個別研究報告，429個比較數所完成，前述這些結果呈現了過去國內

有關研究的統合分析結果，此結果謹代表這些變項間的相關，而非因果。因此，本研究將藉由下一階

段的模式驗證，檢驗「人格特質—壓力反應」模式，分析前述各潛在變項間的結構關係。

各觀察變項之間的相關矩陣，將作為下一階段模式驗證之基本資料。在結構方程模式中，只能具

有一個樣本數，但在統合分析中，兩兩觀察變項間的樣本數均不相等，此時本研究將以每一組相關

係數的樣本數為基礎，求取整體的調和平均數，以作為結構方程模式驗證理論時所使用的樣本數。

表 4是各觀察變項間的調和平均數，最後再以表 4的資料計算整體的調和平均數，所獲得的結果為

N=244。

表 4　各觀察變項間之調和平均數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X1 X2

Y1工作負荷

Y2時間壓力 338

Y3專業壓力 464 321

Y4家庭壓力 363 202 202

Y5人際壓力 253 282 183 136

Y6角色壓力 193 304 276 1093 228

Y7同事支持 318 104 348 557 140 289

Y8家人支持 222 80 244 557 139 258 296

Y9朋友支持 296 690 244 421 178 251 288 305

Y10身體健康 326 202 352 155 361 258 293 227 163

Y11心理健康 346 506 411 320 347 255 293 215 280 433

X1制控信念 143 449 476 320 253 169 167 402 201 302 289

X2 A型性格 179 202 61 248 293 207 506 506 647 317 313 301

二、「人格特質 --壓力反應」模式（PSSR模式）之驗證

（一）PSSR模式的適配度考驗
1. PSSR模式的整體適配度考驗

表 5是 PSSR模式的整體適配度考驗指數。結果顯示χ2
（57,244） = 78.78，p = .03，這樣的結果似

乎顯示 PSSR模式與所蒐集資料間無法相適配，不過卡方值容易受樣本人數大小所影響，像本研究

的樣本數N=244，即屬於易使卡方值達顯著的樣本數。因此，本研究除從χ2進行考驗外，也參酌

Jöreskog和 Sörbom（2001）以及 Hair Jr., Anderson, Tatham和 Black（1998）的建議來評鑑 PSSR模式

與觀察資料間的適配度。但依研究者的經驗而言，卡方值的顯著性考驗p 值達 .03，已是一個相當理

想的狀況。

此外，本研究所得的 GFI與 AGFI指數分別為 0.95、0.92，均超過 Bagozzi和 Yi（1988）所建議

的標準 0.90，意味著理論模式對觀察資料的解釋力頗佳，二者之間相適配。另外在 CN上，結果為

248.81，超過 200的參考值，表示模式與資料相適配達；最後在 SRMR上，結果為 0.04，小於 0.05

的參考值，代表殘差小，模式適配性佳。因此綜合上述絕對適配度的觀點而言，PSSR模式除了在卡

方值未符理想值外，其餘指標均顯示具有理想的適配度，因此從絕對適配指標而言，PSSR是一個理

想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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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PSSR模式的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比較種類 適配度指標 考驗結果

絕對適配度指標

83.09
df 57

GFI 0.95
AGFI 0.92
CN 248.81

SRMR 0.04

精簡適配度指標
PNFI 0.70
PGFI 0.60

相對適配度指標

NFI 0.96
NNFI 0.98
CFI 0.99
IFI 0.99
RFI 0.95

在精簡適配度指標上，  PNFI值為 0.70；PGFI值為 0.60，皆超過 0.50的適配標準。因此從精簡適配度指

標的觀點來看，PSSR也是一個理想的模式，可用以解釋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在壓力反應歷程中的影響。

在相對適配度方面，NFI、NNFI、CFI、IFI與 RFI等五個指標都是與獨立模式比較而得，數值大

於 0.90表示可以接受。PSSR模式的這五個指標分別是 0.96、0.98、0.99、0.99、0.95，都相當接近 1，

也符合模式的整體適配標準，這些結果都顯示，PSSR模式與經由統合分析後所獲得的觀察資料間的

適配度相當理想。因此若就相對適配度指標而言，PSSR模式有著良好的適配度。

2. PSSR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度

在內在結構模式的適配度方面，從表 6得知，PSSR模式所估計的 12個結構參數（γ、β與ζ

值）中，有 6個達 .05的顯著水準，但同時亦有 6個未達 .05的顯著水準。

表 6　PSSR模式所有估計參數的顯著性考驗

參數 標準化估計值 t值 參數 標準化估計值 t值
λy11 0.75 ---- ε7 0.52 5.92*
λy21 0.74 10.79* ε8 0.77 9.36*
λy31 0.76 10.94* ε9 0.67 8.18*
λy42 0.71 ---- ε10 0.64 8.88*
λy52 0.88 12.10* ε11 0.42 5.32*
λy62 0.78 11.17* δ1 0.90 10.78*
λy73 0.69 ---- δ2 0.92 10.84*
λy83 0.48 5.26* γ11 0.93 4.17*
λy92 0.58 5.75* γ21 0.87 4.15*
λy103 0.60 ---- γ31 -2.19 -0.99
λy113 0.76 7.31* β31 1.18 0.66
λx11 0.31 ---- β41 -0.35 -2.14*
λx21 0.28 3.17* β32 0.49 0.62
ε1 0.43 8.27* β42 -0.29 -1.85
ε2 0.45 8.44* β43 0.28 2.65*
ε3 0.43 8.24* ζ1 0.14 1.07
ε4 0.50 9.47* ζ2 0.24 1.96*
ε5 0.22 5.60* ζ3 0.30 0.37

ε6 0.38 8.44* ζ4 0.39 3.25*

註：未列 t值者為參照指標，是限制估計參數。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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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表 7顯示 PSSR模式五個潛在變項的交互相關係數絕對值介於 .45 ~ .93之間，除了「人

格特質與工作壓力」間的相關外，其餘皆符合潛在變項間的相關應低於 .90的評鑑標準。

表 7　PSSR模式潛在變項間的交互相關矩陣

工作壓力 生活壓力 社會支持 身心健康 人格特質

工作壓力 1.00

生活壓力 .81* 1.00

社會支持 -.45* -.47* 1.00

身心健康 -.71* -.70* .58* 1.00

人格特質 .93* .87* -.67* -.76* 1.00

*p <.05

在測量模式的適配度方面，從表 6顯示，所有估計參數的因素負荷量（λ值）都達 .05的顯著水

準，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的評鑑標準。

另外，表 8是 PSSR模式 13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從表中發現，13個觀察變項中，共有

5個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低於 0.5。此一結果顯示這 5個觀察變項的測量誤差不小。除這 5個變項之

外，其餘 8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介於 .50 ~ .78之間，是理想的結果。

表 8　PSSR模式十三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

 PSSR模式 

變項 個別指標的信度 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
潛在變項的平

均變異抽取量

工作壓力（η1） .80 .57

　　工作負荷（Y1） .57

　　時間壓力（Y2） .56

　　專業壓力（Y3） .58

生活壓力（η2） .83 .63

　　家庭壓力（Y4） .50

　　人際壓力（Y5） .78

　　角色壓力（Y6） .61

社會支持（η3） .61 .36

　　同事支持（Y7） .49

　　家人支持（Y8） .33

　　朋友支持（Y9） .34

身心健康（η4） .64 .48

　　身體健康（Y10） .46

　　心理健康（Y11） .46

人格特質（ξ1） .15 .09

　　A型性格（X1） .53

　　制控信念（X2） .75

此外，PSSR模式的五個潛在變項：人格特質（ξ1）、工作壓力（η1）、生活壓力（η2）、身心健



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壓力影響之研究 ． 283 ．

康（η3）、身心健康（η4）的組成信度依序為 .15、.80、.83、.62、64，除人格特質未達標準，表示

誤差較大之外，其餘四個潛在變項均達 0.6的標準以上。在平均變異抽取量方面，PSSR模式五個潛

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依序為：.09、.57、.63、.36、.48，其中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以及身心健康

等三個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稍低，未達 .50的標準，而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二者則均超過 .50

的標準。但若從這幾個潛在變項的個別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來看，皆達 .05的顯著水準，且其組

成信度也達 0.6 的標準（人格特質除外），但是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卻未達要求的標準。依據提出建構

信度與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學者 Fornell和 Larcker於 1981年的意見：「即使超過 50%以上的變異是來

自測量誤差，然而若單獨以建構信度為基礎而言，研究者可以做出構念的聚合效度是適當的。」（引

自黃芳銘、楊金寶、許福生，民 94，p. 113）。因此，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的平均變異抽取量雖只達 

.36、.48，但根據 Fornell and Larcker的論點，研究者可以判定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二個潛在變項是具

有建構效度，亦即這二個潛在變項所使用的觀察變項是可接受的，唯在人格特質上則有待改善。

綜合而言，在 PSSR模式的適配度考驗方面：其整體適配度考驗所呈現的結果是相當理想，不論

是絕對適配度指標、精簡適配度指標，或是相對適配度指標均達適配標準，也就是說 PSSR模式的外

在品質是相當理想的；另外在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度方面，顯著與未顯著的結構參數各有 6個，另外

個別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 .05的顯著水準，且其組成信度多數也達 .60 的標準，因此，整體而

言，PSSR模式雖非理想，但仍可接受。不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分析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在整個

壓力反應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各潛在變項之間的互動狀態才是本研究最在意之處。從前述的

結果來看，PSSR模式雖然不是完美無缺，但卻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理論模式。

（二）PSSR模式中各變項間的效果
1. PSSR模式各潛在變項間的直接、間接及全體效果

表 9是 PSSR模式各潛在變項間的直接、間接及全體效果值。結果顯示：人格特質對工作壓力的

直接效果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的人格特質類型將影響個人對工作壓力的感受，亦即人格特質較傾向

外控與 A型性格者，其感受到的工作壓力較大；同樣的，人格特質對生活壓力的直接效果也達 .05的

顯著水準，表示不同的人格特質類型將影響個人對生活壓力的感受，亦即人格特質較傾向外控與 A

型性格者，其感受到的生活壓力較大。另外人格特質對社會支持的直接效果值為 -2.19，達 .05的顯著

水準，表示不同的人格特質類型也將影響個人獲得社會支持的多寡，人格特質越傾向 A型性格與外

控者，所獲得的社會支持越低。

此外，工作壓力對社會支持的直接效果以及生活壓力對社會支持的直接效果均未達 .05的顯著水

準，因此從統計的觀點而言，我們無法說明它們之間的效果關係，亦即無法確認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

對社會支持的影響。而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的直接效果其標準化係數值為 -0.35，達到 .05的顯著水

準，表示工作壓力的高低將直接影響身心健康的程度，亦即工作壓力越大者其身心健康狀況越差；

另外在生活壓力對身心健康的直接效果上，並未達 .05的顯著水準，不過 t值達 -1.85。對此狀況，若

純以統計的觀點而言，表示生活壓力並不會直接影響身心健康的程度，不過因為 t值頗大，因此在效

果判讀上需再謹慎些。最後，在社會支持對身心健康的直接效果上，其標準化係數值為 .28，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表示社會支持的多寡將直接影響個人的身心健康程度，亦即社會支持越多者其身心健康

狀況越好，這樣的結果可說是支持了過去相關的研究結論。

另外從全體效果值來看，人格特質對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的標準化參數值均達到了 .05的顯著水

準，且關係均為負向，此結果表示人格特質越傾向外控與 A型性格者，所接受到的社會支持越少，

且身心健康狀況越差。從這樣的結果我們將可從個人所具有之人格特質預測個人所能獲得的社會支持

多寡，甚至之後對身心健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的全體效果上。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的直接效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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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的直接影響達 .05的顯著水準，可是在全體效果中卻未達 .05的顯著水準，這樣

的結果若純粹從所得的參數值解釋，其意味著工作壓力大小與身心健康二者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存

在。一但朝此方向解釋將產生極大的錯誤，且忽略了本研究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即在探究社會支持在

壓力反應歷程中的影響。當我們細看 PSSR模式將發現，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的全體效果，包含了工

作壓力對身心健康的直接效果，以及工作壓力經由社會支持對身心健康所產生的間接效果。因此，從

這樣的說明中我們即可發現，當工作壓力經過社會支持的作用後，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將受到緩和，因

此便產生全體效果值不顯著的狀況。而這樣的結果正顯示出社會支持在整個壓力反應歷程中的正向緩

和功用，這也是本研究最期待的結果之一。

至於生活壓力對身心健康的全體效果方面仍有類似工作壓力中的現象，只不過未及工作壓力中明

顯，不過其全體效果仍是不顯著的，意味著在 PSSR模式中，生活壓力對身心健康的影響（直接作用

加上透過社會支持的緩和作用）是不明顯的。

表 9　PSSR模式各變項間的影響效果

人格特質 工作壓力 生活壓力 社會支持

工作壓力 直接效果 0.93*

間接效果 ----

全體效果 0.93*

生活壓力 直接效果 0.87*

間接效果 ----

全體效果 0.87*

社會支持 直接效果 -2.19* 1.18 0.49

間接效果 1.52 ---- ----

全體效果 -0.67* 1.18 0.49

身心健康 直接效果 ---- -0.35* -0.29 0.28*

間接效果 -0.76* 0.33 0.14 ----

全體效果 -0.76* -0.01 -0.15 0.28*

*p < .05

2. PSSR模式之測量模式

（1）各潛在變項對其觀察變項的直接效果

首先，由圖 6可知，人格特質對制控信念與 A型性格的直接效果值係數依序為 .31、.28，皆達 

.05的顯著水準，顯示人格特質對制控信念的影響較大，不過二者差異有限。

第二，工作壓力對工作負荷壓力、時間壓力與專業壓力的直接效果值係數依序為 .75、.74、.76，

而且都達 .05的顯著水準，這樣的結果顯示工作壓力對三者的影響均相差不多。

第三，生活壓力對家庭壓力、人際壓力與角色壓力的直接效果值係數依序為 .71、.88、.78，均達 

.05的顯著水準，其中以生活壓力對人際壓力的直接效果值最大，對家庭壓力的效果值最小。

第四，社會支持對同事支持、家人支持與朋友支持的直接效果值係數依序為 .69、.48、.58，都達 

.05的顯著水準，其中以社會支持對同事支持的直接效果值最大，對家人支持的效果值最小。

第五，身心健康對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的直接效果值係數依序為 .60、.76，皆達 .05的顯著水

準，結果顯示當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相較之下，身心健康對心理健康的影響較大，對身體健康的影響

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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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察變項的誤差變異量

根據圖 6所示，人格特質的二個觀察變項之誤差變異量依序為 .90、.92，亦即人格特質可以解釋

這二個觀察變項的變異量依序為 10％、8％；而身心健康的二個觀察變項中，其誤差變異量分別是 

.64與 .42，代表身心健康可以解釋這二個觀察變項變異量的 36％與 58％，其中以對心理健康的解釋

量較高。在社會支持的三個觀察變項中，其誤差變異量分別是 .52、.77、67，代表社會支持可以解釋

這三個觀察變項的變異量分別是 48％、23％、33％，其中以對同事支持的解釋量最高。而工作壓力

的三個觀察變項其誤差變異量分別為 .43、.45、.43，亦即工作壓力可以解釋三個觀察變項的變異量分

別為 57％、55％、57％，三者的解釋量差異不大且均超過 50％，換言之三者均是理想的觀察變項。

最後在生活壓力的三個觀察變項上，其誤差變異分別是 .50、.22、.38，表示生活壓力可以解釋這三個

觀察變項的變異量分別為 50％、78％、62％，其中以人際壓力為最佳觀察變項，此時三者的解釋量

均不小，顯示三者均是理想的觀察變項。

（3）潛在依變項的殘差變異量

依據表 6可知，工作壓力的殘差變異量（ζ1）為 .14，表示工作壓力被人格特質解釋的總變異

量為 86%；其次生活壓力的殘差變異量（ζ2）為 .24，表示生活壓力被人格特質解釋的總變異量為 

76%；另外社會支持的殘差變異量（ζ3）為 .30，表示社會支持被人格特質、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所

解釋的總變異量為 70%；至於身心健康的殘差變異量則為 .39，意味著身心健康被工作壓力與生活壓

力與社會支持解釋其總變異量的 61%。

（三）討論

本研究根據相關的文獻探討，提出一個包含人格特質、工作壓力、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身心健

康等成分的「人格特質—壓力反應」模式。在該模式中，本研究假定人格特質會直接影響工作壓力、

生活壓力與社會支持，並透過工作壓力、生活壓力與社會支持間接影響身心健康。

在五個潛在變項方面，從 LISREL的分析中有幾項發現分述如下：

首先，五個潛在變項的各種效果多數達 .05的顯著水準，顯見本研究所提出的各種變項間的關係

大部分得到實際資料的支持。

其次，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的直接效果達 .05的顯著水準，然而其全體效果值卻未達顯著，顯示

工作壓力大小與身心健康狀況無直接關係存在。而這樣的結果事實上正顯示出社會支持在整體壓力反

應歷程中的壓力舒緩效果。因為從過去的相關研究，以及本研究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的直接效果上來

看，均顯示工作壓力越大身心健康狀況越差。這樣的研究結果與 Sorensen et al., （1985）以及 Repetti

（1993）的研究結果是類似的，顯示當個人的工作壓力較大時，將承擔更多健康危險因子，而導致身

心健康狀況變差。此外，Sharpley（1996）亦曾以 1925位澳洲大學生為受試對象進行研究，結果顯

示，工作壓力與個人焦慮、身心健康之間有顯著的關係存在，而這些工作壓力大者，也較常缺席且較

需要看醫生；另外 Lazuras（2006）亦曾針對特教老師及普通班老師的各項壓力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分

析，這些壓力包含人際衝突、組織限制、工作負荷等等，研究結果顯示，這些變項間存在著交互作用

的關係，且各項工作壓力越大者，越容易出現身心上的不適症狀。而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在結構方程

模式中，它是一個整體的觀念，效果雖分直接與間接，但彼此間是相互牽連的，也就是說之所以產生

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的直接效果達 .05的顯著水準，全體效果卻未達顯著，是因為同時存在著從工作

壓力經社會支持的間接效果。因此，前述的矛盾現象即肇因於本研究所設定之社會支持的作用。

第三，生活壓力對身心健康的全體效果未達 .05的顯著水準，從統計的角度而言，表示生活壓力

與身心健康二者之間的影響作用是不存在的。但從表 3各觀察變項間的相關矩陣中可發現，這六個

相關係數均達 .05的顯著水準，表示這五個觀察變項間是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關係。例如在 Piterse和

Carter（2007）以 202位黑人為受試對象的研究中即發現，一般的生活壓力事件是個人身心健康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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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預測變項；Gupchup, Borrego和 Konduri（2004）以 166位藥學博士班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也有類似

的發現，Gupchup等人發現學生的生活壓力與其身心健康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因此，在生活壓力

對身心健康的影響上，雖然在統計上未達顯著水準，但二者間的關係是確實存在的，且其相關係數

達 -.70（如表 7所示）。本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在個別相關的部分均達顯著水準，但在結構關係中卻

未達顯著，此原因可能在於當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結構關係的探究時，是以整體的角度進行分析，因

此才造成前述的狀況。

第四，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對身心健康的直接效果與全體效果值均是負向的，意味著壓力越大，

身心健康狀況越差（不過部分係數值未達顯著）。這樣的結果與 Selye（1976）和 Cannon（1932）有

關「壓力 -疾病」間的論述是相一致的。且與諸多的實證研究結果是相同的，例如MacGeorge, Samter

和 Gillihan（2005）即曾以大學生為對象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大學生各項壓力較大者，較容易產生憂

鬱症狀並罹患各種疾病；此外 Chen, Langer, Raphaelson和Matthews（2004）的研究、Gupchup et al

（2004）的研究也獲得類似的結果。因此，本研究有關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對身心健康的影響作用，

與 Selye和 Cannon的論述是相同的。

第五，本研究的觀察資料顯示社會支持對身心健康有一定程度的直接效果，效果值達 .05的顯

著水準。換言之，社會支持度越高者，身心健康狀況越佳。這樣的結果與 Hale, Hannum和 Espelage

（2005）以 247位大學生為樣本的研究結果相類似，Hale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當大學生知覺到較

多的社會支持，亦即個人在社會中有歸屬感時，將能有效地預測個人的身心健康；另外 Jou和 Fukada

（2002）也曾以 448位日本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在 Jou和 Fukada的研究中發現，當學生知

覺到的社會支持越少，個人的心理越不健康，生理上也較容易罹病；此外 Hurdle（2001）也指出，社

會支持能促使個人從罹患重病中及早復原，特別是女性尤其明顯。因此，本研究假定社會支持具有壓

力緩衝的功能，也具有直接影響身心健康的功能的觀點，已獲本研究結果的支持。

綜觀本研究的結果可知，本研究藉由台灣地區 116篇研究報告所蒐集而得的資料，與經由相關文

獻所建構的包含人格特質、工作壓力、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身心健康等成分的 PSSR模式，二者相

適配。此結果除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 PSSR模式獲得支持之外，亦顯示本研究所使用結合統合分析與

結構方程模式的方法，可針對過去已完成的各研究報告進行再利用，發揮其學術價值，顯示出一種可

行的研究新取向。

而前述的研究結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設。

結 論 與 建 議

一、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乃在探究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壓力反應歷程的影響，並利用統合分析技術蒐集相

關資料，再以結構方程模式加以驗證。綜觀本研究二個階段的結果，可以獲致下列二項主要的結論：

本研究的第一階段乃利用統合分析技術探究觀察變項間的關係，以瞭解各觀察變項間的效果量大

小，最後獲得十三個觀察變項間的相關矩陣，以作為第二階段的輸入資料。本階段一共蒐集 580篇的

個別研究，而能為本研究所使用者共 116篇，計 429個比較，一共獲得 78組的相關係數，組成表 3

「各觀察變項間之相關矩陣」。並從各組相關研究中求取各組之調和平均數，再求取全體之總調和平

均數為 244。並將前述資料輸入第二階段之 LISREL電腦程式中，以作為模式驗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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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第二階段為利用第一階段所獲取的相關資料，驗證本研究所建構之「人格特質—壓力反

應」模式（PSSR模式），以分析在壓力反應歷程中，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所扮演的功用。研究結果

顯示：在 PSSR模式中各項適配度指數均頗為理想，顯示 PSSR模式可以適切地解釋從統合分析技術

所獲取之觀察資料。其中人格特質對工作壓力、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都有直接且顯著的影

響；此外，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也有直接且顯著的負向影響，表示壓力越高，身心健康狀況越差；壓

力較低，身心健康狀況較好。但在全體效果上則是未達顯著，這樣的結果充分顯示社會支持在壓力反

應歷程所扮演的壓力緩解作用，因此個人在身心方面所受到的影響作用將改變，此即為本研究所設定

的主要觀點。因此，本研究結果支持了本研究所持的觀點與假設

二、建議

（一）瞭解個人所具有的人格特質是影響個人壓力感受的重要因素

由本研究的結果發現，人格特質會影響個人對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的感受，因此，當個人對自己

的人格特質的傾向有所瞭解之後，將使個人更加瞭解自己面對壓力時的感受與反應，所以瞭解個人

所具有的人格特質是影響個人壓力感受的重要因素。不過在本研究中也發現，本研究所選取的制控信

念與 A型性格二個人格特質的觀察變項的代表性較弱，誤差較大，無法完全表徵人格特質的內涵，

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在本研究發現的基礎之上，繼續充實人格特質的內涵，以補足理論的完整

性。

（二）提升個人因應壓力的能力可以從社會支持著手

壓力的互動觀點是目前有關壓力的主流看法，互動觀點認為壓力的反應存在著個別差異。而本研

究統整相關文獻與研究後，認為當個人面臨工作壓力或生活壓力時，若能經過社會支持的作用，將能

舒緩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對個人身心健康所造成的傷害；相對的，若個人面對各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

後，沒有社會支持的調節，將對身心健康產生直接且負面的顯著影響。本研究從統合分析所獲得的相

關資料可以支持前述說法。因此，要提升個人對壓力的因應能力，可以從社會支持著手。

（三）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經過社會支持舒緩後，不再是全面的負向影響

過去相關的文獻一致性地指出，壓力對身心健康會產生負面的影響。Cannon（1932）認為壓力

會使個人的體內平衡產生偏斜，先以「戰或逃」的方式面對壓力，而最後將導致「弱且破」。Selye

（1976）也指出，當個人持續面對壓力時，腎上腺將變大變黑，胸腺、脾臟以及淋巴結也將極度縮

減，最後腸胃也會出血潰瘍。

而本研究的結果卻顯示，當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經過社會支持的作用後，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對

身心健康的全體效果值將未達顯著。這樣的結果說明了工作壓力與生活壓力經過社會支持的作用後，

其原始的負向影響作用已減緩。

（四）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的理論驗證是一可行的研究取向

本研究嘗試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二種技術，並以此方法進行理論的驗證，從研究過程中

發現這是一可行的研究取向，且國外已有研究者從事過此類型的研究，而國內的使用狀況較少。因

此，在研究主題合適的狀況下，可嘗試以結合統合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的方式進行理論驗證與研究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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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bine both psychometric meta-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inspect the fitness of “Personality-Stress Mode.”  There were two stages in this research.  In the first stag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ll of the observed variables were searched through 116 reports and 429 comparisons 

from the reports.  Consequently, the designed coefficients among 13 observed variables all reached the 

significant level of .05, and therefore produced a 13x13 correlation matrix.  In the second stage, an analysis 

was made for the fitness between “Personality-Stress Mode” and all observed data.  Five aspect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research regarding the “Personality-Stress Mode” : personality, work stress, life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lso, all observed data were meta-analyzed.  As a result, the fitness 

between the “Personality-Stress Mode” and all observed data was satisfactory. Before this research was done, 

personality was considered to be much related to work stress, life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ocial support was believed to ease off the stress.  The results above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of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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